
·136·

·社会福利·

迈向内生驱动的未来：

乡村振兴中的儿童福利体系转向

宋月萍

［摘 要］ 儿童既是贫困地区最脆弱的群体，也是贫困家庭中最脆弱的成员。基于儿童发展

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与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儿童福利体系是向未来的

投资，既是对儿童未来的投资，也是对乡村振兴地区可持续前景的投资。当前阶段，乡村儿童

福利体系转向重在强化内生驱动特征，使儿童福利发展模式由单一到立体，福利供给策略由资

源补缺转向机会可及，强化家庭作为福利责任主体的定位，构建专业化、多元化的儿童福利责

任网络，实现由兜底保障到实际普惠的跨越，充分保障特困儿童权益。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内生驱动；儿童福利；福利供需体系

一、引言

经过多年耕耘，我国在 2020 年底实现了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

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我国“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长期以来，社会

政策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居民及低收入群体抗风险能力、拓展公平

可及的公共服务等路径，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工作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越来越强调通过社会保障、社会服务以及贫困治理等综合的、多元的扶贫方式促进欠发达

地区长远发展。① 在“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背景下，我国乡村社会政策也需全面

优化升级以回应新阶段的乡村经济社会形势。

儿童既是贫困地区最脆弱的群体，也是贫困家庭中最脆弱的成员，儿童发展对于整个贫困地

区的未来至关重要。儿童福利体系泛指面向儿童的福利供给体系与识别递送机制，不仅涉及如何

提升儿童生活水平，更注重为乡村儿童提供更丰富的发展机会，符合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取向，是

一项积极福利，有助于促进儿童由受助者转化为富有潜力的劳动者、价值创造者，为当地作出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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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贡献。在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携手努力之下，我国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但仍

呈现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相对落后。基于儿童发展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与促

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础性作用，① 巩固和发展乡村儿童福利体系不仅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的必要举措，是公民权与社会权的统一，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当前阶段，必须提高对于

儿童福利的重视，② 将儿童福利体系转向作为探讨乡村社会政策体系优化策略的关键。

儿童福利体系转向的本质是要探讨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发展演进的不同阶段，如何理解家

与国、个体家庭与周边社会在儿童发展中的责任关系，以及重点解决怎样的儿童福利难题。儿

童福利体系的运作模式既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福利水平，也彰显了微观家庭与宏观社会的互

嵌关系，是乡村振兴地区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局面的例证。③ 探究乡村振兴中的儿童福利体

系转向，关键在于梳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个阶段乡村发展战略部署与福利供给基础的演变。

本文试基于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的历史演进及阶段特征，梳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儿童福利体

系的优化需求与现实基础，进而总结儿童福利体系在乡村振兴阶段的转向策略。

二、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的历史演进及阶段特征

（一）乡村儿童福利体系的历史演进

在脱贫攻坚阶段，相关政策设计已多次强调儿童脱贫的重要性，将乡村地区儿童福利建设

置于优先位置。2015 年 11 月 29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从多

个方面强调儿童脱贫，在儿童的营养与健康、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儿童福利和社区儿童之家等

服务设施和队伍建设、未成年人的监护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收入家庭重病重残等

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体系等方面部署工作。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再次在教育脱贫、健康脱贫、兜底保障、社会扶贫等部分中强调了儿童减贫脱贫的重要性。

在 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历史性胜利以前，我国乡村儿童福利体系具有以下特征。在福

利对象方面，在扶危济困重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导向下，涉及儿童福利的政策话语更多强调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患病儿童等特殊群体。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

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

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村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2018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次指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

以及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乡村儿童福利发展的重点在于扶危解困，

在政府主导下调动外部资源促进乡村贫困地区儿童保护，保障贫困地区儿童基本的社会权。在

福利措施方面，以社会保护和社会救助为主要手段，重点强化受教育权与生命健康权两项基本

权利的保障，体现出“兜底”的基础建设特点。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

① 韩华为：《儿童贫困的内涵和形成机理：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启示》，《社会保障评论》2023 年第 2 期。

② 姜妙屹：《试论我国家庭政策与儿童政策相结合的儿童优先脱贫行动》，《社会科学辑刊》2019 年第 4 期。

③ 程福财：《家庭、国家与儿童福利供给》，《青年研究》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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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强农村儿童健康改善和早期教育、学前教

育”。对教育权的强调往往凸显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取向，但脱贫攻坚阶段的教育福利的核心

并非促进人力资本发展，而是以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为抓手，使乡村低龄儿童进入学校环境，

为其提供更丰富的营养福利与卫生安全保障。

伴随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深化，福利资源更加丰富，福利内容逐步拓展，乡村儿童福利体系

的福利水平不断提升。相较于脱贫攻坚早期的扶危解困，政策服务对象由留守儿童等特殊儿童

拓展向更广泛的乡村儿童群体，以底线公平为基准，适度拓展了福利覆盖范围。2021 年国务院

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明确提出，要建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体系。在政策内容上，更加关注福利内容的城乡一体化和均等化发

展。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指出，要“加强贫困地区学前儿童普通话教育。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严厉打击非法侵犯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等违法犯罪行为”。对于普通话教育的强调，是儿童

福利体系城乡一体化转向与福利体系目标由兜底向发展转变的体现。

在 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胜利以后，我国乡村儿童福利体系致力于巩固脱贫攻坚阶

段儿童福利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地区儿童长远发展。在福利对象方面，由建档立卡精准支持特

困儿童到“适度普惠”，① 关注更广泛的乡村儿童群体。在福利内容方面，由医疗卫生与营养

健康保障等基本权益向发展型福利拓展。以教育政策为例，在脱贫攻坚阶段，重点解决的是上

得了、上得起问题，重点完成义务教育控辍保学的历史任务，解决贫困家庭学生辍学问题。而

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支持开展网

络远程教育，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加大乡村教师培养力度”，出现了教育内容由基础教育

向职业教育、技术培训扩展；教育对象由区域性整体扶持转向区域扶持与对特殊人群的重点资

助相结合；教育帮扶的参与主体由单一政府转向与社会力量合作点等多种趋向。②

（二）乡村振兴阶段的儿童福利供需特征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脱贫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升，儿童福利体系的社会基础

有所改变。步入乡村振兴阶段，更需要厘清当前阶段儿童福利体系与乡村振兴地区社会特征之

间的张力，辨析现阶段当地儿童福利的供需结构特征，进而明确儿童福利体系的转变方向。

1. 乡村振兴地区儿童福利供给基础转变

脱贫攻坚阶段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促使乡村振兴地区社会福利供给基础发生转变，为儿童

福利体系优化提供了条件。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巨大奇迹。到 2020 年，

脱贫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明显改善，儿童福利资源调动与供给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中国

乡村振兴发展报告 2021》指出，2020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131 元，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 2012 年的 2.88:1 缩小到 2.56:1，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③

①  乔东平、黄冠：《从“适度普惠”到“部分普惠”——后 2020 时代普惠性儿童福利服务的政策构想》，《社
会保障评论》2021 年第 3 期。

② 邹培、雷明：《教育帮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③ 孙若风等：《乡村振兴蓝皮书：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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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地区家庭户收入提升，家庭物质生活环境改善，家庭福利供给潜力提升，使家庭更能

成为支撑儿童基本生活需求的坚实后盾。儿童贫困问题有所缓解，儿童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儿童基本权益保障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减。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 2013 年到

2018 年，中国儿童贫困率从总体上大幅下降，全国处于多维贫困儿童的比例从 2013 年的 49%

下降到 2018 年的 19%，农村儿童、城市和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率差距进一步缩小。①

乡村振兴阶段的工作重心由提升经济收入水平转向防止规模化返贫，促进脱贫地区持续发

展，更加重视社会福利与社会文化氛围的建设，相关政策导向也由集合外部力量集中解决贫困

问题转向促进乡村振兴地区自我驱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阶段的政策环境转向，使得乡村振

兴地区更需重视发掘在地资源，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依托外部资源介入，以扶危济困

为目标的儿童福利体系不再适应当地社会环境，不能有效回应儿童福利发展的需求。但是，当

前乡村振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儿童福利供给间的内部循环机制尚未构建完善，由于育儿

观念相对落后，儿童福利建设的内驱力及主动性不足，乡村振兴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有效

转化为儿童全面发展的依托，使儿童福利供给基础与儿童福利需求间的张力难以调和。

2. 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需求特征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乡村振兴地区儿童福利，促进脱贫攻坚阶段儿童福利建设成果与乡村

振兴工作有效衔接，需梳理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需求的主要特征及当前儿童福利体系无法有

效回应的儿童福利困境，由此思考儿童福利体系的必要转向。

基于乡村振兴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需求的主要特征可概括

如下。

儿童群体分化，儿童福利需求更趋差异化、多样化。脱贫攻坚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也

加剧了当地社会的分化，当地家庭间的贫富差距有所扩大。儿童生存发展的依赖性使其更容易

受到家庭以及外部环境风险的影响，家庭类型多样也意味着儿童群体的内部分化，成长于不同

家庭环境的儿童的福利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

发展型福利需求增加。自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阶段，工作重心由消除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

贫困难题，要求我们重视经济与社会剥夺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儿童贫困风险。儿童福利需求的主

要内容由获得资源补给，解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争取更丰富的发展权益，呼吁打破城乡儿童福

利二元分割的局面。

儿童福利需求识别难度提高，福利脱嵌风险提升。迈入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递送模式

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国家层面提供的兜底保障政策逐渐撤出，精准化的儿童福利政策

内容更加丰富。精准化的福利递送过程高度依赖于贫困儿童需求识别敏锐度，福利需求发掘精

深程度。不同于全面兜底，全面保障的福利递送模式，精准化的福利支持能否触达儿童的关键

在于贫困儿童及其所在的家庭能否主动提出需求，主动了解政策，主动接入政策优惠范畴。

福利需求发掘困难，对儿童发展的认知有限影响了需求表达。在脱贫攻坚阶段，儿童福利

①  高琴、王一：《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水平、趋势与模式研究——基于 2013—2018 年 CHIP 数据的证据》，《社
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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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目标长期局限于保障儿童基本人身权益。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及家

庭对于儿童福利的想象仍停留于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家长缺乏育儿知识，众多家庭的育儿观念

仍停留于“儿童不挨饿、不挨冻就是尽职尽责”。① 地区儿童发展观念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文化堕距明显，各方对于儿童福利诉求认知不足，需求驱动不足也限制了儿童福利体系的丰富

与完善。

3. 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供需体系间的张力与困境

现阶段的儿童福利体系无法有效回应乡村振兴背景下儿童福利需求的结构特征，儿童福利

建设的困境表现为以下几点。

福利责任主体及分工转移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家庭尚未成长为独立成熟的福利供给主体，

家庭没有承担其应尽的儿童福利供给功能。家庭经济水平提升之后，家庭的福利供给功能实际

提升有限，亲子分离及隔代抚养现象广泛存在。不健全的家庭结构，不和睦的家庭关系，不完

善的家庭育儿理念使得家庭经济水平改善无法有效转化为家庭福利供给功能的实际提升，儿童

福利供给仍高度依赖于政府或社会力量。家庭、政府、社会等福利责任主体间缺少协同合作，

政府资源重复投入，影响福利供给效率。

福利供给质量有待提升，行政化色彩较浓，缺乏专业性。乡村振兴地区缺乏专业化的儿童

福利供给服务，当地儿童服务人员较少接受系统性培训，专业化社会组织入驻较少。地方性儿

童福利政策有限且碎片化严重，②在儿童福利落地过程中出现执行主体单一化、执行方式线性化、

执行人员缺乏意义共识，以及执行资源脱嵌于儿童福利制度环境等问题。③ 缺乏专职化服务，

很多地区仅依靠兼职志愿者提供服务，儿童之家等儿童福利场所缺少全职工作人员。

福利供给模式衔接不完善。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的阶段转向之下，普惠型和精准化福利

服务衔接不到位，容易造成特困儿童的福利脱嵌问题。“强家庭 - 弱社会”的儿童权利观以及

落后的家庭育儿观念，使得儿童福利需求不能有效向外传递，这既反映了家庭福利功能不完善

的不利影响，也显示了乡村振兴地区社会整体儿童发展观念落后，社会文化氛围营造落后于经

济建设。因此儿童福利体系建设必须是立体式、全方位的优化过程，涉及儿童个体及其家庭，

也关系到当地的社会建设和文化营造，深嵌于乡村振兴战略体系。

三、构建内生驱动的乡村儿童福利体系

社会经济变量间的因果变化推动了福利体系的阶段转向。④ 乡村振兴以脱贫攻坚为基础，

①  李晓红、刘东：《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贫困家庭母亲角色公共支持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9 年第 1 期。

②  乔东平等：《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新发展与新时代政策思考——基于 2010 年以来的政策文献研究》，《社会工
作与管理》2019 年第 3 期。

③  王小兰、宗海静：《“儿童之家”建设的执行差距成因探究——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当代青年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④  蒙克：《“就业 - 生育”关系转变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二孩”时代家庭政策》，
《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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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具综合性的发展战略，通过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的综合举措与

全方位部署，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作维护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①

在乡村振兴阶段，儿童福利体系建设需实现由外部支持促进到内生驱动的转向，这不仅意味着

要实现对儿童福利供给模式的纠偏，更需要梳理有助于乡村振兴地区长效发展的家国关系、公

私域关系，在为儿童创造良好成长环境的过程中，秉承并贯彻激发乡村振兴地区内生潜力的主

旨，最终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战略主线。在此意义上，儿童福利体系的优化升级内嵌于乡村振兴

战略导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促进在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为实现乡村振兴地区

发展动力由外部助推向内生驱动提供重要依托。构建内生驱动的乡村儿童福利体系，主要涉及

以下五条路径。

（一）福利发展模式：由单一到立体

脱贫攻坚阶段的社会福利建设以摆脱贫困为导向，乡村振兴阶段的社会福利建设则具有发

展型福利的特征。② 乡村振兴阶段的儿童福利体系在外延与内涵、目标与任务、视角与方法上

均应有所转变。为应对多样化的福利风险及差异化的福利诉求，需注重整合碎片化的儿童福利，

建设更全面的儿童福利体系。在福利政策设计方面，不能“就儿童谈儿童”，要将儿童置于综

合性的社会环境之中，考虑家庭及社会氛围对儿童的影响。儿童福利体系不仅涉及儿童政策，

更需要家庭政策、教育政策、卫生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以社会化、结构性的视角看待儿童发展，

以综合性的眼光发掘潜在的儿童成长风险与福利需求，必须注重政策间的协同，将儿童福利与

家庭福利、社会福利纳入共同讨论框架。

在福利范畴方面，需努力构建全方位、全周期满足全体儿童健康成长的福利需求的制度体

系。儿童福利不再是局限于民政范畴的民政福利，而应当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它涵盖生育

福利、托育服务、儿童健康保障、儿童教育福利、儿童津贴与社会优待、儿童特别保护等内容。③

立体的儿童福利体系应有效落实全体儿童健康成长的全方位、全流程保障。

在福利评价方面，应建立多维的评价机制，不仅考虑到儿童福利的规模与质量，还需着重

关注儿童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对体系运行的潜在风险加强识别，提早遏制。重点是对福利筹

资和资源调动过程加以反思，对于外部资源驱动的福利内容，尽快探寻乡村振兴地区当地资源

驱动的替代路径。

（二）福利供给策略：由资源补缺到机会可及

伴随乡村振兴地区经济水平提升，儿童福利需求由基本生活保障转向更广泛、更充分的发

展机会，福利供给的重点已经从增加资源转向能力提升。④ 同时，福利供给策略也由物质资源

投入与经济支持转向物质、精神与文化领域的多维并举，由机械化的技术治理转向价值治理，

①  汪三贵、冯紫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逻辑关系、内涵与重点内容》，《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②  蒋国河、刘莉：《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经验传承与衔接转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③ 尹吉东：《从适度普惠走向全面普惠：中国儿童福利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保障评论》2022 年第 2 期。

④  Jiachang Gao, et al.,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to Adolescent Poverty in China: Application of a Latent Class Model, " 
Agriculture, 202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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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关注物质福利之外的文化支持和精神教化。

对于儿童而言，非物质层面的福利投资不仅在于心理关怀，更在于在生命早期阶段加强能

力建设，实现阿玛蒂亚·森所强调的可行能力建设。在兜底式物质资源福利基础之上，精准化

福利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更在于能否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福利需求。① 这不仅对基层福利执行

主体提出了挑战，也对福利接收主体表达需求、主动接入福利政策网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儿童及其家庭需具备提出福利需求的能力、了解福利供给的能力，甚至应拓展其自下而上

需求的以需求驱动福利供给模式优化的能力。而对于地方治理人员来说，需要保障供需衔接，

挖掘需求并确保福利供给落地。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注重需求驱动，通过儿童及其家庭提出需求，主动选择提升福利供

给的效率，更需要加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出需求的能力建设。重视贫困的分化和意识，以及

不同人群获益程度和能力差异，并加强福利政策信息宣传，使儿童及其家庭真正获得接入和选

择福利的可行自由。② 作为儿童福利体系基层运营的执行主体，地方儿童主任及儿童之家等部

门的专职工作人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三）责任主体：以家庭为中心，提升福利供给能力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家庭作为儿童福利供给主体的作用越发凸显。从英国 1601 年颁布《伊

利莎白济贫法》至今 400 多年里，西方儿童福利的发展经历了“失依儿童救济时期”“儿童福

利与儿童保护时期”和“儿童保护与家庭支持融合时期”的历史转变。③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儿童福利体系也历经由单位为主转向家庭为主，进而演变成家庭为主，国家、市场和社会共

同参与的分担过程，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地位越发受到重视。④《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 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分别增设了“儿童与家庭”“妇女与

家庭”的章节，家庭不再被概括在社会环境的宏大范围之中，而被赋予独特的政策定位。促进

乡村振兴地区福利体系转向内生驱动的重要基础是培育扎根当地的福利供给主体，为此更需强

化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功能与地位。

家庭不仅是重要的福利供给主体，更是儿童福利需求识别与需求表达的重要依托。考虑到

儿童福利需求的分化及家庭发展水平的差异化，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福利供给模式能够以更灵

活的方式回应福利需求。地方政府应以“支持和引导家庭发展”为目标，将“三家建设”等工

作与儿童福利工作紧密结合，通过设立及完善专司家庭事务的政府管理机构、启动家庭福利政

策法案的立法计划、推行以家庭整体为政策对象的家庭福利政策体系，构建以困境儿童及其家

庭为中心的福利支持体系。⑤ 基于家庭为本的导向，发展儿童福利，明确家庭承担的儿童福利

① 孙三百、洪俊杰：《城市规模与居民福利——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统计研究》2022 年第 7 期。

②  Alison MacKenzie, et al., "The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Approach: A Counter Theory to Human Capital 
Discourse in Promoting Low SES Students' Agency in Education,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3, 117(1).

③ 乔东平、谢倩雯：《西方儿童福利理念和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的启示》，《东岳论丛》2014 年第 11 期。

④ 岳经纶、范昕：《幼有所育：新时代我国儿童政策体制的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

⑤  许敏：《家庭变迁与地方性家庭福利政策模式的转变》,《重庆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张浩淼、朱杰：《“家
庭为本”视域下我国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改革与战略》202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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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边界，厘清公私域关系、家国关系。

（四）责任分工：构建专业化、多元化的儿童福利责任网络

在考虑解决困境儿童的现实问题时，如果仅仅是坚持以儿童为中心导向的个体治理，就只

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① 在发展儿童福利时，必须考虑到社会环境对于儿童的限制，

将儿童福利体系完善嵌入地区发展战略，成为社会建设的一环，使儿童福利水平与基层社会治

理水平互促共进。一方面能使儿童群体的福利提升与地区发展结合起来，使地区经济发展红利

转变为儿童福利提升的基础，使儿童福利为当地人力资本积蓄助力，另一方面能为儿童福利体

系的落地与实践执行奠定良好基础。因此，提升儿童福利体系运作的可持续性，需加强基层治

理能力与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加强基层儿童服务主体建设，通过儿童主任等专职工作人员提

供职业化服务，培育和引入专业化社会组织，构建以家庭为中心，以地方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儿

童福利责任网络。

（五）福利对象：由兜底保障到实际普惠，坚持特困儿童优先

在脱贫攻坚早期阶段，政策话语中的全面普惠实则是对于儿童基本社会权益的兜底式保障。

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以后的普惠式儿童福利，才是真正意义上覆盖全体儿童，努力回应儿童不

同成长时期不同福利需求的实际普惠的综合福利体系。迈向乡村振兴阶段，我国儿童福利体系

在努力实现由兜底式普惠向实际普惠之转变的同时，仍需贯彻弱势群体优先、特殊困难儿童优

先的原则。

为此，我们需要尊重儿童的主体性，注重儿童主位诉求，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加强对弱势儿

童福利需求的识别与挖掘。弱势儿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愿，基层

执行主体不仅需设立相应的机制和渠道，让弱势儿童及其家庭能够参与福利政策的规划设计过

程，更需通过能力建设以动员其表达需求进而争取政策利好的主动性、积极性。同时，需要特

别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文化观念水平的分化，弱势儿童往往来自弱势家庭，家庭环境对他

们的成长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家庭的经济状况、教育支持和家庭功能等

方面，通过提供家庭支持服务、家庭育儿理念教育以及儿童资产建设干预，帮助其改善家庭整

体条件或是提升家庭资源配置效率，努力为弱势儿童争取更好的成长环境，更平等的发展机会。

四、结论及讨论

基于我国消除极端贫困目标的实现以及“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儿童福利体

系的适时转向，既是适应新阶段的乡村经济社会形势的必然结果，也将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路径。

完善儿童福利体系是向未来的投资，既是对儿童未来的投资，也是对乡村振兴地区可持续

前景的投资。对儿童而言，敏锐把握社会福利供给基础与儿童福利需求的演变与二者的张力，

①  张浩淼、朱杰：《“家庭为本”视域下我国困境儿童福利政策：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改革与战略》202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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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适度解决迫切的福利困境，关系到儿童的切身权益。对乡村振兴地区而言，内生驱动的儿

童福利体系转向，内嵌于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下的社会建设工作体系，呼应了脱贫攻坚到乡村振

兴阶段由外力拉动向内生驱动发展的主旨转向。梳理儿童福利体系责任主体与分工，分析儿童

福利供给模式演变的过程，也是明晰乡村振兴地区家国关系、社会关系的过程。对于儿童福利

责任的梳理，也是对乡村振兴地区未来发展中主体分工及定位的梳理。由此，儿童福利体系建

设将与乡村振兴地区全面发展共进，建设内生驱动的儿童福利体系，将促使乡村社会迈向内生

驱动的可持续未来。

Towards an Endogenously Driven Future: 

Transforming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Song Yuepi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hildren in impoverished areas are not only the most vulnerable group but also the most 

vulnerable members within impoverished families. Recognizing the pivotal role of child development 

in breaking the cycle of poverty across generations and fostering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becomes an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of children and the potenti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urrently, the rural child welfare system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shifting its focus towards strengthening endogenous dynamics. This transition involves 

moving from a single-dimensional model to a three-dimensional approach to child welfare 

development and adjusting the welfare supply strategy from mitigating resource shortages to 

improving accessibility to opportunities. Furthermore, this shift underscores the central role of families 

in welfare responsibility, encourag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fessional and diverse child welfare 

responsibility network, facilitates the shift from limited benefits to universal benefits, and 

comprehensively safeguard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ldren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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